
 

道德教育：如何面对陌生人 

冯建军 

 

[摘 要]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之中，市场经济、城市

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转型时期，新旧两种道德体

系混合并存，引发了现代社会道德的双重困境，表现为公共生活的私人化、道德冷漠、

信任危机和公共性的丧失。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我们必须学会与陌生

人一起生活，消除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建立一种陌生人间的新型道德关系，建设一个

具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道德教育要引导人以道德的态度对待陌生人，改变对陌生人的

无视和排斥，把陌生人作为他者尊重，建立与陌生人的契约信任关系，以开放的自我，

增进与陌生人的信任型交往，实现与陌生人的共生共益，从而与陌生人团结而合作地生

活在一起。为此，须加强法治教育、诚信教育和共生体主义教育，树立一种新的利己主

义和利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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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从社会

交往和人际关系层面看，这一转型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

人社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人际疏远、紧张和道德冷漠，感受到个人的无助和孤独，出

现了道德危机。陌生人是造成道德危机的根源，但“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怎样消除陌生

人，而是怎样与他们连续地相伴生活”
[1]
。因此，在陌生人社会，如何面对陌生人，处

理陌生人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影响

着如何构建陌生人社会的秩序，也影响着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发展。 

中西方传统不同。西方传统社会重视制度，忽视道德。不过，当代西方也已经认识

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

的素质和态度”
[2]

。这也使得西方在重视制度的同时，开始关注道德。德国社会学家齐

美尔(Simmel,G.)认为，陌生人是从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介入的，虽然与我们生活在一

个空间，但有不同于我们的习俗和文化，是生活在不同意义世界的他者。
[3]

英国社会学

家鲍曼(Bauman,Z.)通过如何“生活在一起”界定“陌生人”。陌生人是“我们”或

“本地人”生活世界之外的“异乡人”,“他们是不速之客，没有被邀请就进入我们的

视野”。
[4]

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H.T.)把陌生人视为“道德异乡

人”,他们“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在发生道德争论时，“彼此不会共享充分的道德



 

原则或共同的道德观，因而无法通过圆满的理性论证来解决道德争端”。
[5]

德国社会学

家滕尼斯(Tonnies,F.)区别了“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是亲密的、隐秘的、排他

性的，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社会则是不同个体的人为聚合，是公众性的。个体通过

契约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
[6]
陌生人是现代性的结

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现代性，揭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道德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

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陌生人社会“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7]

。随着陌生

人社会的到来，近年来，有学者也开始关注陌生人伦理和道德。有学者以道德社会学的

方式，揭示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探讨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伦理风险及其化解机

制。
[8]
有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直面陌生人社会所生发的一系列伦理风险和危机问题，

做出了尝试性的回答。
[9] 

从上述研究看，社会学从空间结构变化及社会变迁研究陌生人及其特征。伦理学从

人际交往研究陌生人间的伦理关系，揭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及其化解机制。无论是

社会变革，还是伦理转型，最终都要落在人身上，通过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来实现。

从教育学的视角看，有学者介绍了美国公立基础学校生活化的陌生人伦理教育及其对我

们的启示。
[10]

其他对待陌生人的研究很少。本文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面对的道德危

机，力图合理利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道德优势，克服各自的不足，促进熟人社会

与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融通，建构社会转型期一种新的道德教育观，引导人们既走出熟人

的“亲密圈”关系，建立陌生人的文明关系；又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热情面对陌生

人，建设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11]

“基层”是指中国社会的

原生态。乡土社会的根本在于“土”,乡村离不开泥土，乡村人以种地为生。因为人们获

取资源的土地很少变动，以泥土为生的乡下人，世代定居，很少流动。而且中国农村聚村

而居，世世代代在一个村落生活，结为邻居，形成属于自己村落的地方性和每个村落自己

的社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

乡。每个人从小到老，都生活在这个村落里，村里的一切都是他所熟悉和经历过的。因

此，“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12]

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

是中国农业社会乡村的典型写照。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农业社会的典型乡村正在消失，商

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全球化、信息化的蜂拥而至，促成

陌生人社会的到来。
[13]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

可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是促成陌生人社会的重要推手。费孝通先生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土社

会，乡村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在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量的乡村也转变为城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关口，城

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
[15]

这表明，我国结束了以乡村社会为主，进入以城市

为主的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乡村

人口占36.11%。
[16]

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发

展，城市人口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乡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但城市是他们谋生的地方，不

是他们的故乡。作为城市的新来者，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老死不相往来”是都市人的

真实写照，“叶落归根”也是新来者最终的夙愿。 

全球化和互联网扩大了陌生人的范围。当今时代，陌生人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一个城

市、一个国家，走向全球。美国学者阿皮亚(Appiah,K.A.)探讨全球视域下陌生人的道德

规范。他提出，把“世界主义”作为陌生人世界的主要道德规范。
[17]

截至2021年12月，第

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我们足不出

户，借助互联网就可以实现与全世界的交往。网络的虚拟性和交往的匿名性，使每个人都

成为网络世界的虚拟陌生人，网络社会成为“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乡村社会日益式

微，城市不断扩容，网络全面地介入人们的生活。陌生人已经不是传统村落之外的外来

者。“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

[18]
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交往，成为我们生活世界中重要的一部分。“吃不认识人送来的

食物，与陌生人在餐厅里共餐，娱乐欣赏均是由无生命的电视或收音机播放的。”
[19]

尽管

中国还有乡村，但今天的乡村也已经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一是乡村人数锐减，乡村出现

“空巢”现象；二是新乡村出现，乡村世界不再是封闭世界，乡村社会正在融入现代的因

素，成为与外部相连的开放世界。可以说，现代社会，陌生人已经不是乡土社会之外的

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他者是我们的陌生人，我们也是他者的陌生

人。我们无可逃避地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因此，必须学会与陌生人一起生活，建立一种陌

生人间的新型道德关系。 

与熟人社会相比，陌生人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熟人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

系的社会，也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陌生人之间没有血缘和地缘联系，他们因市场交换而结

合，这种结合是临时的、流动的。因此，陌生人社会具有流动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风险社

会。第二，熟人社会是一个可以信任的社会，陌生人之间无法取得信任。“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不要轻信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社会的忠告。第三，熟人社会以私人为中心，不

断扩大并稀释这种私人关系，这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陌生人社会的关系是一

种普遍面对他者的公共关系，人与人之间是普遍的、平等的，是一种“团体格局”
1
。第

 
1“团体格局”是相对于“差序格局”提出的。费孝通指出，团体是超越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

。它像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种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

志。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框架。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互相发生关联。在“

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立在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上。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32. 



 

四，熟人社会是以“礼”来维持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陌生人

社会是以契约来维持的。契约、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其可使现代社会成为法

治社会，但又可能带来“去道德化”风险，引发道德危机。
[20]

 

二、现代社会熟人与陌生人道德的双重困境 

现代性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的理性文化使西方社会注重制度和法治，忽视甚至

排斥伦理和道德。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社会，伦理、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但传统

的道德是熟人社会的道德。现代社会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之中，与陌生人社

会相适应的公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致使熟人道德与陌生人道德在转型期并存。一方面，

人们依然会保持着熟人道德的惯性，形成“熟人圈子”和“关系文化”。另一方面，陌生

人社会消解了人的道德，其所留下的道德真空，导致公共领域道德失序。这两种情况，导

致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双重困境。 

(一)公共生活私人化破坏了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普遍性 

熟人社会的关系与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在性质上不同。熟人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

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21]

。熟人社会按照

私人的方式处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以自我为圆心，表现为与自己亲疏远近的“差序格

局”。熟人关系是私人生活领域的关系，其道德应限定在私人生活，属于私德。现实中，

私德运用在私人生活中，但也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现实生活中，因为是熟人，公共生活就

不讲规则，表现出明显的“亲密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具有强烈的“圈子

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熟人圈，圈子内外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

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

标准来。”
[22]

因此，熟人关系主要是看与“自己”的远近和熟悉程度。这就出现了社会生

活中公共关系的私人化，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小圈子”、“小集团”。 

熟人社会的道德具有私人性，不适用于公共生活。陌生人社会道德是公共道德，公共

道德是普遍的、共同的，平等地、无差别地对待工作、生活交往的对象，而不是情境化地

个别对待。图尔敏(Toulmin,S.)指出，“在陌生人的伦理学中，对规则的遵守就是全部，

(自我)判断的机会很少”,而“在亲密人的伦理中，(自我)判断就是全部，对严格规则的

肯定是很少的”。
[23]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中，陌生人的道德关系还没有完全建

立，没有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自觉规则，人们依然会把熟人社会的道德规则运用在陌生人

社会，公德与私德发生错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为“人情”、“面子”、“拉关系”、

“走后门”等，违背陌生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因为“公民伦理只在人

们面对同陌生人(‘一般他者’)的关系，并且把他(们)当作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

对待时才存在”
[24]

。 

(二)道德排他主义导致陌生人的道德淡漠 



 

熟人社会“亲密圈”的道德，对陌生人采取一种道德排他主义。“所谓的道德排他主

义，就是在现实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或者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人们往往优先考虑自

己、家庭或朋友等密切相关者的利益，对陌生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采取排斥的态度。”
[25]

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自家人，谁是外人，分得清清楚楚。对待自家人是一个标准，对待外

人是另一个标准。对自家人热情，讲道德；但对外人，既没有热情，也没有道德。之所以

出现道德排他主义，根子在于：我们是一个圈子，我们熟悉，我们利益相关。在中国传统

社会，这个圈子就是家庭、家族。在儒家的“五伦”中，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是最基本的

关系，其他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扩展和延伸。熟人道德运用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个体对待

陌生人的道德自觉就会下降。“一个人可能对家人与朋友有很好的感情，而对陌生人没有

起码的尊重。”
[26]

在陌生人需要救助时，表现极为冷漠，甚至见死不救。近年来，社会上

发生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
2
以及老人摔倒没人扶起的情况

3
,都是如此。这些事情被看

作是道德滑坡。这一结论是建立在熟人社会道德基础上，对陌生人社会道德做出的判断。

陌生人社会是“文明”的社会。“对待陌生人的礼节以及和陌生人的仪式交往，往好处说

是形式乏味，往坏处说是虚情假意。”
[27]

那种纯粹仪式性的客套，是一种文明的、礼貌的

疏远，一种道德冷漠。“在这种全球化世界中，我们已经陷入全球化的冷漠状态。我们已

经习惯于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它不会影响我，它与我无关，那不关我的事。”
[28]

于

是，人际交往由熟人社会的守望相助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的冷漠相防，道德冷漠渐渐充斥公

共生活。 

(三)陌生人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信任危机 

乡土社会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组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社群，交往

对象彼此知根知底，容易获得彼此信任。加之，人情味比较浓，背弃信用会受到舆论和道

德谴责，在熟人面前难以抬头。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说，不能做有损身边

熟人的事情。熟人社会，只信任熟人，不信任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由于他们共有的行

为虚无假设，他们互不了解，因此在彼此遇见时是小心翼翼，互不信任的态度”
[29]

。陌生

人由于不熟悉彼此的思想和行为，也难以预测其行为后果，使得陌生人社会可能成为道德

风险社会，引发“道德恐慌”。 

熟人社会的联系是基于不变的乡土，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基于个人的利益。陌生人之

间的关系不是情感关系，而是利益关系。与陌生人交往，首先追问：这样做，对我有好处

吗?如果没有好处，就可能不做。假如没有好处，还可能带来风险，就更不会做。因此，

信任危机也首先发生在充满利益的经济领域，诸如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等。“小悦

 
22011年10月13日下午，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

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事件发生的后几分钟内，18位人路过事故现场，都视而不见。小悦悦最终因

错失救助良机而身亡。 
32011年9月2日，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1小时后，大爷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悦”事件和“扶不扶”问题，背后也有着利益的担忧。救人者害怕救了、扶了，反被讹

诈。因此，有人救人时，先拍照。看似荒唐，实则是为了避免事后被讹诈、被误解，留下

证据。不同于熟人间的亲密无间，陌生人社会，时常被教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戒备和防范心理对待陌生人，把陌生人看作潜在的“威胁”,

不信任他们，更不会“拥抱”他们。 

(四)自我主义导致社会公共性衰落 

熟人社会是私人及其扩大化的家族道德。家族道德，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是私德；但

对于家族内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是家族内的“公德”。在家族内部，一个人可以为了

家族牺牲自己的利益。陌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单子式的人。“‘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

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为陌生人的基本人生信条。”
[30]

鲍曼如是描述

陌生人社会：“我们周围的人看来都守口如瓶，很少有人会急着要帮助我们；人们在回应

我们求援的呼声时，我们听到的却是让我们自力更生的劝告；只有迫不及待地要抵押我们

财产的银行，在向我们献媚并想要说‘同意’,而且即使他们，也仅仅是在商业宣传中而

不是在他们的办事处才是如此”
[31]

。每个人都是单子式的，人与人是一种理性的算计，一

种工具性的利用关系。人与人是竞争对手，不是合作伙伴。所以，在陌生人社会，每个人

都是自我主义
4
者，人们并不关心他人的存在。“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

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
[32]

对自我的迷恋，是公共生活衰洛的开始和根源。泰勒

(Taylor,C.)提出的现代社会三个隐忧，其中之一就是个人主义，使个体缺乏对社群的依

赖和关心。
[33]

经历了长久陌生人社会的西方学者有“公共人衰落”的感慨，而刚刚进入陌

生人社会的中国学者也有“精致利己主义”的感叹。基于自我主义的陌生人社会，根本上

是一个为自我而非为他者的社会，导致人的公共意识淡薄，责任担当不足，社会公德陷入

困境。自我主义无他者，但公共性不能没有他者，相反必须“拥抱他者”。陌生人，过一

种有道德的社会生活。道德教育不是“教”人如何对待陌生人，而是以自己的行动对待陌

生人。陌生人的道德教育超越学校、超越学生，是面向所有公民、贯穿人一生的终身道德

教育。 

三、道德教育：引导人以道德态度对待陌生人 

陌生人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消除其道德危机，方法就在于以道德的态度对

待陌生人。以道德的态度对待陌生人，虽然不能像对待熟人一样热情四溢、嘘寒问暖，但

不能冷若冰雪、视若路人，而是要“拥抱陌生人（freehugs）”。“拥抱陌生人”，是近

年来欧美社会流行的对陌生人的道德态度。它改变了对陌生人完全的“无视”，把陌生人

作为他者尊重，建立与陌生人的契约信任关系；以开放的自我，增进与陌生人的信任交

 
4自我主义不同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利益的满足为最基本诉求，并对“

自己”之外的“陌生人”持排斥和敌视态度。参见：贺来.“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

提性反思[J].文史哲，2015,(3). 



 

往；实现与陌生人的共生共益，使陌生人团结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以道德的态度对待陌

生人，是道德教育的一个方向。陌生人的道德教育是，在社会生活中，引导人们学会道德

地对陌生人，过一种有道德的社会生活。道德教育不是“教”人如何对待陌生人，而是以

自己的行动对待陌生人。陌生人的道德教育超越学校、超越学生，是面向所有公民、贯穿

人一生的终身道德教育。 

(一)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平等对待陌生人，确保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在鲍曼看来，所谓“我们”或“本地人”是指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人。“陌生人”与

“我们”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我们”之所以把他者称为陌生人，背后隐含的理念是

“同一性”。他者因与我们不同，所以才是陌生人。为了实现陌生人与“我们”的同一

性，鲍曼提出两种策略。一种是“吞的策略”,即同化。吞噬他者，使他者变成“我

们”。另一种是“吐的策略”,即排斥。对他者采取隔离、驱赶，禁止他者生活进入我们

的世界。
[34]

两种策略虽然相反，但它们对待他者的道德态度是一致的，即消灭他者的差异

性，实现“同一化”。大屠杀的发生、文明的冲突、道德排他主义，都源于这种对待他者

的“同一性”。 

人生而平等，具有平等的权利，这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公理。但还需要明确的是，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社会允许每个人存在，理应包含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差异性。康德

(Kant,I.)讲人是目的，是指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一部分人是目的，一部分人是手

段。当我们把他者作为陌生人时，就剥夺了他者存在的平等权利，也不是把他者作为目

的，而是作为“我”的手段。就个体独特性、差异性而言，每个人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不

在于与“我们”有异，而在于他是独特的、具有差异性的人。从同一性到差异性，社会把

每个人都真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在《后现代伦理学》中，鲍曼引用

了当代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Levinas,E.)的他者思想。在列维纳斯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占

有他者，把他者还原为我。因为他者是独特的，他者是我所不是，我不能占有他者，也不

能使他者还原为我。他者就是他者，他者是绝对的差异性。在同一性视野下，陌生人被视

为有待修止的“异常者”。但在他者性视野中，“差别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好

的、值得珍视的、需要保护和发掘的”
[35]

。陌生人是应该受到保护并值得保存下来的“差

异者”。因此，面对陌生人，道德教育要改变同一性、“总体化”思维，以他者性思想、

差异性思维对待陌生人。把每个人当作一个独特的人，包容每个人的差异性，而不是同化

或排斥他。 

每一个人都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人。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作为

公民，都拥有公民的资格，享有公民的权利。政府要保障每个公民平等享有公民的权利，

不能把某个人或一些人作为陌生人排除在外，确保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学校教育来

说，使每个学生，无论其身份、地位，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公平地享有教育机会和教

育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已经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接下来就是



 

提高教育质量、发展优质教育，解决“上好学”的问题。所以，必须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通过倾斜和补偿措施，坚持教育公平，确保陌生人群体具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二)承认他者、重塑自我，谋求自我与他者的融合，建立一种新的利己主义 

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具有道德排他主义倾向。熟人社会，划定了

“我们”的圈子，圈子是同类人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对陌生人是排

斥的。“所谓道德责任，所谓权利和义务，所谓对他人的真正关怀和爱心，都只在‘共同

体’内部才有意义。”
[36]

陌生人被排斥在圈子之外，不可能得到承认，也无法具有共同体

成员的资格。陌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永远封闭在“自我”之中。

“自我”之外的他者都是“陌生人”,“自我”与“他者”充满隔离、冷漠、矛盾和冲

突。 

走出现代社会的自我危机，最重要的是重塑自我的观念。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

“认识你自己”。如何认识你自己?笛卡尔(Descartes,R.)的答案是“我思故我在”,用我

自己证明自己。黑格尔(Hegel,G.)的答案是自我需要他者证明，需要获得他者的承认。在

黑格尔看来，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欲望。“在两个主体的相遇中，只要双方遭遇了彼此，两

边就都被迫去限制自私性的驱力，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新的行动场域被打开了”
[37]

,这就

是承认。不同于满足自身需要的行为，承认通过限制自我为中心的需要回应对方。所以，

“承认就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
[38]

。黑格尔

对个体的认识以社会关系论代替了原子论，个体不是自己证明自己，个体只要在与他者的

交往关系中获得他者的承认，在把他人视为“目的”的过程中，证明自身。简言之，自我

生活在他者之中，“他者”是获得“自我”的基本条件。自我不是单子式的我，而是“我

们中的我”。 

当代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Honneth,A.)吸收了黑格尔的

自我意识蕴含于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观点，揭示了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法律和团结。
[39]

爱

的关系是一种本源关系，它是相互承认的第一阶段，个体在爱中获得自信。法律的承认是

对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的普遍认可，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和特权，个体在法律的承认中获得

自尊。团结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成就和能力，对团体或社会做出贡献，个体价值

得到团体和社会的承认，由此获得自豪。霍耐特批评由同一性所导致的对个体的强暴、剥

夺权利和羞辱。霍耐特的三种承认形式，超越了黑格尔基于对私利限制的承认。既有人的

共同性下的法律平等承认，也有基于人的差异性的团结承认；既有基于法律的制度信任，

也有人与人的关怀和责任，并且把爱的关系作为本源性的关系和承认的起点。爱的承认形

式，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僵局，使陌生人之间体会到温暖。列维纳斯把他者提高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他者优先于我的存在，我成为他者的“人质”,完全受制于他者。他者对我

的需要，我必须回应，回应就是对他者负责。这种责任不是一种对称的互惠关系，而是一

种不对称的我对他者负责，一种无条件的绝对责任。
[40]

在列维纳斯的他者性中，找到了对



 

他者的爱、关怀和责任，但过于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具有明显的“牺牲自我、成全他

者”的宗教奉献精神。如果说自我主体是一个“为己”的极端，他者主体也是一个“为

他”的极端。正如鲍曼指出的，列维纳斯“创造出”一个极端伦理上的他者，他将曾经被

毫无意义地分配给“自我”的优先性给予了“他者”,这是对现代伦理学原则最具戏剧性

的颠倒。
[41]

 

列维纳斯的他者性思想，把他者置于自我之上，自我以他者的存在为条件，把自我界

定为“作为他者的自我”,自我成为他者的工具。虽然这一思想不适应陌生人社会，但他

者性思想，为自我走出封闭打开了一扇窗，看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依赖，建立一种新的自

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拆除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墙

壁与藩篱，把‘自我’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与‘他人’内在地关联在一起，使‘爱他人’

与‘爱自已’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42]

。 

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重新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根本上

改变对陌生人的态度。一方面，是反思熟人社会对陌生人的排斥和挤压；另一方面，是警

惕陌生人的自我中心。对他者的承认，意味着，以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陌生人的利益，以

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陌生人。道德教育要引导人们重新理解自我，重新认识自我与陌生人

的关系，建立自我与陌生人之间一种开放、依赖、包容的关系。道德教育要使人认识到，

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互为他者，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每个人都有赖于他者而成就自

己。所以，需要在为己和为他、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求一种整合，建立一种新的利己主

义，这就是在利他中利己。 

(三)培育公民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法治素养，构建陌生人间契约型信任关系 

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熟人社会因为熟悉而信任，但对陌生人是不信任的。陌

生人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

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43]

。熟人社会，打个招呼就

行了，不需要签什么字、画什么押。签字、画押，反而伤了熟人间的和气。陌生人社会，

面对的是没有感情和特殊关系的陌生人，所以，必须签字、画押，签契约。“契约是一种

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且是任何交换双方的一致意志，正是通过这种契约关系，

才把相互陌生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4]

现代社会，契约不限于陌生人间的经济往来，

而是体现在一切利益关系中。契约关系成为陌生人间交往关系的基本形态。 

陌生人之间通过契约相互连接，保持了人与人的理性平等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面向所有人、无差别的信任。其信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维系人与

人关系的契约，是一种契约型信任。
[45]

患者不认识医生，但患者敢把自己交给医生治病；

家长不认识教师，却放心把孩子让教师教育，他们信任的是制度。当然，也会发生个别医

患关系、师生关系的冲突，解决冲突不仅在于某个人的行为，还在于完善制度。制度对陌

生人的行为具有限定和约束，使其行为具有可预期性，陌生人之间因信任制度而信任对



 

方。所以，“制度信任是规避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的最重要机制”
[46]

。契约是处理陌生人

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方式，制度和法律作为一种契约的高级形态，维持着社会的秩序。

陌生人社会是法治社会，依法行事是最根本的社会准则。陌生人的关系是一种建立于契

约、法律基础上的关系。而建设和完善契约和法律关系，既要依靠契约和法律，关键还在

于公民要有规则意识、契约精神、法治素养。规则意识基于对规则的认同，并自觉以规则

为行动的准绳。契约是陌生人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凭借。签订契约基于自由选择和

平等协商，履行契约要守信承诺。因此，契约精神就是一种诚实守信。法治素养是指公民

掌握法律知识，具有依法办事、遵法守法的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提升公民的法治

素养，就需要开展法治教育，引导人们自觉遵守规则，信守诺言，履行法定义务，践行法

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2014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的治国方

略，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法治素养成为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高中思想政治课

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教育不仅要从小抓起、从学校做起，还要贯穿

终身，开展公民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四)开展诚信教育，增进信任型交往，拥抱陌生人 

陌生人间因为不熟悉和不确定的交往关系，难以维持彼此的信任。也正是因为彼此不

信任，陌生人间难以深入展开内心的交往。陌生人的交往以规则、契约、制度、法律为中

介，这种交往是一种冷冰冰的利益交换和工具性交往，背后更多的是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

防备。这样的交往是底线的交往，但道德要求的是人对人的信任。基于信任的交往，是陌

生人道德教育的要求。 

与陌生人交往可能存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有时是我们在想象中夸大了的风险。“不要

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对陌生人透漏自己的信息”,等

等。这些就是对陌生人的一种想象的和符号化的风险。如果我们陷入这种想象，就会“失

去与陌生人交往的愿望和勇气，从而陷入误识的更深的自我循环”
[47]

,最终会阻隔我们和

陌生人之间的止常交往。其实，与陌生人交往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需要的不是渲染与陌生

人交往的风险，制造想象的恐惧；而是创造良好的交往条件，促进陌生人间的信任型交

往。 

陌生人之间，不仅有物理距离，更有心理距离。即便是看得见的面孔，物理距离很

近，但心理距离也可能很远，关键是陌生人之间缺少信任。信任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陌

生人间最基本的信任就是真诚相待。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常说，“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就是指以自己的真诚、真心也会换来别人的真诚、真心，赢得别人

的信任。陌生人间的信任以契约为保障，在契约规定下，不诚信会受到惩罚，这为诚信交

往提供了“安全阀”。在制度信任的前提下，陌生人之间需要真诚地向对方敞开心扉，使



 

自己处于“透明”或“半透明”状态。因为在交往中，唯有真相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和真

相。
[48]

 

交往能有效地拉近陌生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对于学生而言，教师和同学虽

然是物理距离上的“熟人”,但也可能是心理距离上的“陌生人”。尤其是“应试教育”

中的竞争文化，容易引发同学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可能是熟悉

的陌生人，打破这种陌生感，需要组织和开展班级活动、学校活动，在活动中增加了解、

增进友谊。尤其是，面对班级和学校中新来者或者特殊的陌生人，要组织各种活动欢迎陌

生人，使他们尽快消除陌生，融入班级，融入学校，感受到老师、同学的真诚和关怀。针

对当前学校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竞争文化，需要在教育中淡化竞争性评价、比赛，倡导合

作化、平等文化，营造善待他人、关心陌生人，建立异质相融相亲的多元班级文化与学校

道德氛围。
[49]

 

当然，班级和学校是一个相对熟悉的陌生人环境，面对的只是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师

生。只有在社会中，在社会大课堂中，才能真止学会如何真诚对待陌生人。对待社会上陌

生人的真诚，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陌生人之间交往的制度，尤其是对“不诚信”交往的

惩罚制度，增加“不诚信”交往的代价，降低“不诚信”现象的出现概率。另一方面，要

开展公民诚信教育。“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

要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开展诚信、友善教育，引导公民诚实守信、友善待人、互相帮助、和

睦友好，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人际关系，这是化解陌生人社会道德风险的关键。 

(五)开展共生体主义教育，谋求自我与陌生人间的共生共益 

人类社会发展首先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这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人与人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从而使个人脱离依赖，获得一种“以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性。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和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都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人类原始的或者自然的状态”
[50]

,是没有分化的同一。共同，

是整体的“”,其具有同质性。共同体“成为封闭、排外、狭隘的存在，只有进入‘共同

体’这一实体的人才会获得人们的承认，才会在共同体内获得‘名分’和‘地位’,不能

被同化和吸纳进‘共同体’的‘他人’,则被隔离在窗户之外。于是，以共同体为界，有

了‘熟人’与‘生人’之别、‘内部人’与‘外部人’之分”
[51]

。这种共同体，不是马克

思(Marx,K.)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真实的集体”,而是他批判的“虚假的集

体”。“虚假的集体”中，个人不是作为他自己，而是作为一般化的人隶属于共同体，

“共同体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与个人对立起来的”,成为个人发展的桎梏；真实的共同

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一种联合”。
[52]

我国传统社会的集

体，是一种“虚假的集体”,它无视个人的存在。所以，传统社会虽有集体主义教育，但

无视和排斥个人，不会产生契约的观念，也难有真实的集体。真实的集体不是没有个人的

共同体，而是蕴含个人的共生体。 



 

不同于熟人社会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结合，陌生人社会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社

会，利益关系是陌生人社会的基本关系。在个人为中心的利益关系中，不可能有列维纳斯

所设想的“我与他者”的关系。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个人缺乏对共同体

的关心，对公共生活产生排斥和疏离，由此引发现代人寻求回归之路，寻求那种“从出生

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53]

的归属感。在陌生人看来，这种回归既不可能，也不

现实。我们所需要的是谋求传统社会之“公”与陌生人社会之“私”、陌生人社会的“自

我”与“他者”的平衡。陌生人社会，不是传统社会无私之“公”、虚假的集体，也不是

单子式个体之“私”。陌生人社会不是单子式“自我”的机械组合，也不是无私奉献的他

者，而是主体间的共生。共生的结果是共益。共益超越了“公”、“私”的二分，关注多

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既有个体的利益，又有主体间共享的利益。共益是一种结果，共生是

一种状态。在共生状态下，个人既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公共规则

的制定，在公共规则下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又能够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参与共同的活

动，享受共同的利益。在共生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主体，且为差异性主体。共生主体因为

协商、对话而达成的共益。每个人在共生状态下，既捍卫自己的利益，又为他者负责；既

尊重了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又有利于共同体的发展，实现了共越了他者性的无私奉献，

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共生关系，它适合陌生人社会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

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强调指出，“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

契约——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
[54]

。这些都为陌生人社

会的教育指明了方向。 

陌生人社会要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必须加强共生体主义教育。共生体主义不同于我国

传统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相对淡化个人的利益；也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主

义无视集体的利益。共生体是一种“真实的集体”,共生体教育是一种新集体主义教育。

在尊重和考虑个体的基础上，寻求个体间的公共性、共生性，建立一种新的个体主义——

个体成为集体中的个体、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拥有个体的集体，实现个体与集体、小我

与大我的统一。 

所以，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教育，既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能以他者为中心，而是需

要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由自我走向他者，进而走向共生共益。在共生共益中的“我”,不

是单子式的，而是“我们”中的“我”。“我”既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也需要对他者负

责。这种责任不是他者性的无限责任，而是陌生人的有限责任。陌生人社会走出孤独的个

体,走向共生共益，就是要培养对他者有限的道德责任。 

最后，引用鲍曼在《门口的陌生人》中的话，“人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除了团结起

来之外，没有走出这一危机的其他出口”
[55]

。也正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

口号所倡导的：团结、和平、进步、包容，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教育必须引导人们走出冷



 

漠，以道德的态度对待陌生人，热情拥抱陌生人，通过信任型交往，增强宽容精神和责任

意识，建设一个既有文明的规则，又团结友爱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23][41]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7、

136、99. 

[2]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61. 

[3]成伯清.格奥尔塔·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32. 

[4][18]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1、

51. 

[5]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6][50]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68—71、76. 

[7][11][12][14][21][22][4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1、6、9、74、30,36、10. 

[8]龚长宇.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9][48]程立涛.陌生人社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80—

288、280. 

[10][47][49]侯晶晶.美国公立基础学校生活化的陌生人伦理教育[J].教育研究，

2014,(12). 

[13]周小毛，何绍辉.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建设[J].伦理学研究，2017,(4). 

[15]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EB/OL].http://www.gov.cn/govweb/jrzg/2012-

08/14/content2204179.htm. 

[16]全国城镇人口 901991162 人，占 63.89%[EB/OL].https://share.gmw.cn/m/2021-

05/11/content1302285945.htm. 

[17]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M].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12. 

[19]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4. 

[20][44]龚长宇，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J].科学社会主义，2011,(1). 

[24][26]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J].哲学研究，2001,(11). 

[25]程立涛，曾繁敏.道德排他主义与“陌生人”伦理[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2). 

[27][32]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4. 



 

[28][55]齐格蒙特·鲍曼.门口的陌生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2、20. 

[29]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52. 

[30][46]龚长宇.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及其化解机制[J].哲学动态，2014,(7). 

[31]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33]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 

[34][35]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8、32. 

[36][42][51]贺来.“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J].文史

哲，2015,(3). 

[37][38]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21.16、18. 

[39]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0—139. 

[40]冯建军.列维纳斯他者性视野中的公民品格及其培育[J].比较教育研究，2021,(1). 

[45]张康之.“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2).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 

[5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 

[54]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编译.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N].中国教育报，

2021-11-11. 

 

Moral Education: How to Face Strangers 

Feng Jianjun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is shifting from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stranger society,and market 

economy,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romote the arrival 

of stranger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the coexistence of new and old moral systems 

leads to the dual dilemma of morality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private public 

life, moral indiference, trust crisis and the loss of publicity.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consists of 

strangers, we must learn to live with strangers, eliminate the moral crisis, establish a new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ngers, and build a civilized society. Moral education should guide us to 

treat strangers with a moral attitude, change our disregard for and exclusion of them, respect them 

as others, establish a contractual trust relationship with them, improve trust-bas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by opening up ourselves, and achieve symbiosis and mutual benefit with them so as to 

live in un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m. Therefore, we need to strengthen rule-of-law education, 

integrity-based education and symbiosis-based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self-

interest and altru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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